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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熹平石经经数考订汉熹平石经经数考订
周佳羽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2

摘  要：摘  要：熹平石经的经数问题历来存在五经、六经、七经之说，文献记载与出土实物之间的
矛盾暗含经学范畴的动态演变。本文通过考辨《后汉书》《隋书·经籍志》等文献的记载差异，
结合王国维、吕振端等学者的研究及民国出土残碑的实证，指出经数分歧的本质在于不同时代对
“经”之政治与学术功能的差异化界定。研究表明：五经说是东汉政治正统的象征性建构，六经
说源于学术实践对《公羊传》的务实纳入，七经说则是隋唐以来经目扩张与科举制度结合的产物。
经数的流变揭示了“经”并非凝固文本，而是随政治需求与学术潮流不断重构的知识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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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1. 引言

熹平四年蔡邕书丹，使工镌刻，于光和六
年竣工，使石立于太学门外，此为汉石经，又
名熹平石经、一字石经等。关于熹平石经的刊
刻原因在史书中多有记载，例如：

《后汉书·宦者吕强传》云 : 时宦者汝阳
李巡 , 以为诸博士试甲乙科 . 争第高下 , 更相告
言 ; 至有行赂定兰臺漆书经字 . 以合其私文者。[1]

《后汉书·蔡邕传》: 邕以经籍去圣久远 ,
文字多谬 , 俗儒穿凿 , 疑误后学。[1]

由此可见，汉灵帝刊刻石经的直接动因是
当时诸博士参加甲乙科试，为了平息争端将固
定的课本刊刻于石经之上，公诸于世，取信于
天下儒生。如此一来便达到预期“五经一定，
争者用息”的效果了。从学术史的角度再度回望，
其刊刻的根本原因在于：统一经学的时代需求。
例如吕振端所说：“汉初承秦火之后，群经传
授，章句已多歧义。东汉以还，益复醇疵杂糅，
众说纷纭。”[2]，东汉经学在经历焚书禁学的浩
劫之后，今古文之争与师法、家法分歧使经学
体系亟待规范化，而朝廷为巩固统治，亦需统
合学术思想。

熹平石经的经数问题历来争议颇多，涉及
五经、六经、七经三种说法。正史记载不一：《后
汉书·灵帝纪》《儒林传》等称“五经”，而《蔡
邕传》《张驯传》则作“六经”；《隋书·经籍志》
更进一步记为“七经”。近代出土残石证实其
内容囊括《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
秋》《公羊传》《论语》，似为“七经”定谳。

本文试图追问：同一石经的经数为何在历
史长河中呈现出五经、六经、七经差异？其背
后不仅是文献记载与出土实物不相符的事实，
更是不同时代对“经”的范畴不同划分标准，

旨在透过经数之争的表象窥见经学在学术与政
治的拉扯下的流动性本质：不仅是凝固的权威
文本，更是随政治需求与学术潮流而不断变化
的知识载体。

2. 文献记载的经数分歧2. 文献记载的经数分歧

熹平石经共刻有《周易》《尚书》《鲁诗》《仪
礼》《春秋》五经，《公羊传》《论语》二种，
但对于其经数的记载并非单一且固定，在不同
的史料中存在不同的说法。

2.1 一是五经说，例如：2.1 一是五经说，例如：

《后汉纪》云：嘉平四年春三月，五經文
字刻石立于太學之前。[4](P463)

《后汉书·灵帝纪》云 : 熹平四年 , 春三月 ,
诏诸儒正五经文字 , 刻石立于太学门外。[1]

《后汉书·卢植传》云 : 时始立太学石经 ,
以正五经文字。[1](P615)

《后汉书·儒林传序》云：灵帝诏诸儒正
定五经。[1](P747)

《魏书·江氏传》云：陈留、蔡邕采李斯、
曹喜之法，爲古今杂形，诏於太学立石碑刊载
五经题书楷法。[5]

《水经注》云：东汉灵帝光和六年，刻石
镂碑载五经立於太学讲堂前。[6]

由此可见汉代的《后汉书》多云熹平石经
所刻经数为五经，比《后汉书》晚成书的《魏书》、
《水经注》皆承袭其经数为五的说法。

2.2 二是六经说，例如：2.2 二是六经说，例如：

《后汉书·蔡邕传》云：奏求正定六经文
字，灵帝许之，邕乃自書册丹於碑，使工镌刻，
立於太學門外。[1](P575)

《后汉书·张驯传》云：（张驯）与蔡邕
共奏定六经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秘书近署。[1](P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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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献俱云熹平石经所刻经数为六经。

2.3 三是七经说，例如：2.3 三是七经说，例如：

《隋书·经籍志》云：一字石经《周易》
一卷，一字石经《尚书》六卷，一字石经《鲁诗》
六卷，一字石经《仪礼》九卷，一字石经《春秋》
一卷，一字石经《公羊传》九卷，一字石经《论
语》一卷，……, 又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皆
蔡邕所書。[7]

王国维《魏石经考一》云：然则以碑数与
经文字数互校 , 汉石经经数，当为《易》、《书》、
《诗》、《礼》( 原注 : 仪礼 )、《春秋》五经 ,
並《公羊》《论语》二传 , 故汉时谓之“五经”,
或谓“六经”,《隋志》谓之“七经”。[8]

以上文献俱云熹平石经所刻经数为七经。
据后世出土实物考证，汉石经共存在七种

文本已成定论，但以上定论并不能否定五经、
六经之说的合理性，也不能成为七经之说正确
性判断的“免死金牌”，因为文献记载是一种
历史书写，其“书”与“不书”，言“五经”、
“六经”或是“七经”是具有时代选择性的，
而非单纯记数，每种说法都是特定时代下的产
物，因此出土实物应该是作为证据去佐证前人
说法的真伪，从而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相，若
是通过出土实物的考证便对前人文献记载的说
法一票否决，实属本末倒置。

3. 五经、六经、七经之说的合理性建构3. 五经、六经、七经之说的合理性建构

据上文可做出以下判断 : 汉时云熹平石经
为五经或六经，隋唐以降皆云熹平石经为七经。
对于熹平石经经数争议的本质是不同历史语境
下对“经”之范畴的重新定义，五经、六经、
七经的合理性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各自根植于
政治话语权、学术实践需求的务实调整与后世
诠释的层累建构，因此关于不同经数的合理性
建构关键在于将不同的经数之说放置于特定时
代背景下。

3.1 五经说：政治正统的象征性建构3.1 五经说：政治正统的象征性建构

《白虎通义》云：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
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五经何谓？谓《易》
《尚书》《诗》《礼》《春秋》也。[9] 其作为
东汉官方意识形态文献，明确提出“五经”概念，
并将其与“五常之道”绑定，构建出“三纲五常”
的政治体系，以维护皇权正统。汉灵帝诏令刻
立熹平石经时强调“正定五经”，实为重申“五
经说”的权威性，以平息党锢之祸后的士人质疑。
《后汉书》坚持“五经说”，实为权力话语对
历史书写的规训，使其成为士人课试的唯一标
准。然而，实际刻石内容涵盖七种文本，却在

官方表述中仍称“五经”。这一矛盾表明，“五
经”并非严格数目，而是政治符号——其外延
虽因教学需求扩大，但核心仍以“五”为象征，
凸显朝廷对经学解释权的绝对控制。明确地说：
“五经”是政治符号，非严格数目。

3.2 六经说：学术实践的务实性突破3.2 六经说：学术实践的务实性突破

六经说见于《后汉书》之《蔡邕传》、《张
驯传》，据文献记载刊刻熹平石经时，蔡邕、
张驯二人皆官至议郎，为“明经”察举的典型
代表。据《汉官仪》记载：“举明经，迁议郎”“明
经质直，宜备近臣，为议郎”[10]，在汉代成为
议郎的前提为通过“明经”，需要对儒家经典
有深入的理解和掌握。议郎虽非高位，却属皇
帝近臣，负责顾问应对，参与朝廷的议论与决
策，兼具儒生和官员的双重身份，这种特殊的
政治与学术地位，使其既能洞察经学教育之弊，
又握有推动改进的部分话语权。

东汉今文经学因师法、家法之争日益僵化，
面临古文经学的挑战。作为儒生和议郎，蔡邕
等人意识到固守“五经”模式已难满足现实需求：
《春秋》若无《公羊传》则义理晦涩。为应对
学术困境并平衡今古文之争，二人突破官方“五
经”范式，提出将《公羊传》纳入经学体系的
六经说，既解决教学难题，又强化今文经学的
解释权威。

3.3 七经：后世诠释的层累性建构3.3 七经：后世诠释的层累性建构

首先，《隋书·经籍志》称“汉镌刻七经
著于石碑”，是在六经的基础上将《论语》由“传”
入“经”。此说实为魏晋南北朝经学扩张的投
射，魏、晋以后无论是《公羊传》抑或是《论语》
并称为经。据文献可考，唐代经学与唐代举贡
制度息息相关，据文献记载：

《通典·选举典》卷十五载 :“大唐贡士之
法，其常贡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
明法、有书、有算。自是氏族所趣向，唯明经、
进士二科而已。”“明经所试一大经及《孝经》、
《论语》、《尔雅》，帖各有差”。[11]

唐代贡举科目众多，唯明经、进士二科为
士林所重，明经考试的具体内容为一大经加之

《孝经》、《论语》、《尔雅》这三门必考经典。
因此唐代学者“以今释古”，以当时的观念反
推汉代，由此熹平石经为七经的说法开始流行。

其次，近代以来，学者以出土残石为据，
将“七经”视为实证结论。王国维用数字统计
的方法，以碑数与经文字数互校，认为文献中
对汉石经的记载“经数莫确于《隋志》，石数
莫确于《洛阳记》”并考汉石经经数当为《易》、

《书》、《诗》、《仪礼》、《春秋》、《公羊传》、
《论语》7 种。[12] 罗振玉循王国维之研究路数，
通过对出土残碑进行考证，认为王国维对于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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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石经为七经之说法无误。但是通过实证所考
据出的七经说需要区分“刻石内容”与“经目
范畴”，并不能以现代学科范畴切割古代知识
体系，从而忽视“经”的流动性特点。

总括而言：五经说是东汉时期政治话语权
的象征，六经说是学术实践的务实性突破结果，
七经说是后世对前代的重新诠释。经数的扩大
揭示出“经”的流动性本质：它即是凝固的权威，
亦是流动的知识。

4. 经数争议之下的经目扩充事实之原由4. 经数争议之下的经目扩充事实之原由

熹平石经经数的争议反映了经学在时代变
迁中的动态调整。从汉代五经、六经到隋唐七经，
经目扩充是政治需求与教育实践交互作用的结
果，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政治权力对学术的控制是关键动因。东汉
为统一意识形态，将五经与五常绑定，通过《白
虎通义》确立“经者，常也”的体系，使五经
成为政治符号。六经说则因《公羊传》的大一
统理论符合政治需求而出现。隋唐科举制确立
后，为适应选官需要，增加《论语》《孝经》
形成七经体系，使经学与官僚制度深度结合。

教育实践需求同样推动经目演变。东汉为
规范教材而刊刻五经石碑；《公羊传》升格因
其能辅助理解《春秋》；隋唐时《论语》因科
举考试需要被提升为经。这种调整既满足教学
需求，又强化了经学的实用功能。

熹平石经经数的变化本质是经学对时代需
求的回应：汉代五经是皇权象征，六经是学术
突破；隋唐七经则是科举制度的产物。近代考
古发现七经文本，使七经说成为主流观点。对
于熹平石经经数的争议绝非单纯的数目分歧，
它本质上体现出的是“经”的流动性本质，唯
有回归历史语境，才能理清出土实物与文献记
载之间产生矛盾的原因，从而还原“经数之争”
的真实逻辑。

5. 结语5. 结语

熹平石经的经数争议，表面上是文献记载
与出土实物之间的矛盾，实则深刻揭示了“经”
范畴的动态性与历史建构性。本文研究表明：“五
经说”并非误记，而是东汉政治正统的象征性
建构。在《白虎通义》确立的“五经”对应“五常”
的官方意识形态框架下，“五经”作为皇权与
学术正统的标志，其核心功能在于平息争端、
统一思想，其外延虽因实际教学需求有所扩展，
但在官方表述中仍被严格限定为“五”，体现
了政治话语对经学解释权的绝对控制。“六经说”
源于学术实践的务实突破。以蔡邕、张驯为代

表的议郎群体，兼具儒生与近臣身份，深谙经
学教育的困境与今古文之争的压力。他们在奏
请和实施刻经时，突破官方“五经”范式，将《公
羊传》纳入核心体系，形成“六经”说，反映
了经学体系为应对现实需求而进行的内部调适。
“七经说”是后世经目扩张与诠释层累的产物。
《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将《论语》由“传”
正式提升为“经”，反映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
经学范畴的扩展趋势。唐代科举制度更强化了
这种“以今释古”的诠释模式，使“七经”成
为回溯汉代石经的主流认知。近代考古发现虽
证实了石刻有七种文本，但将此等同于汉代“七
经”概念，则忽略了“经”在不同时代的特定
内涵。

因此，熹平石经的经数分歧，其本质在于
不同历史语境下对“经”之政治功能与学术边
界的不同界定。五经、六经、七经之说并非简
单的孰是孰非，而是各自根植于特定时代的政
治诉求、学术实践与后世诠释之中。这一争议
清晰地昭示：“经”并非凝固不变的文本集合，
而是随政治需求变迁、学术潮流涌动而不断被
重构的知识载体与权力象征。对熹平石经经数
的考订，其意义不仅在于澄清史实，更在于透
过“数”的表象，洞察经学在权威凝固与知识
流动之间永恒的辩证张力，理解“经”作为中
华文明核心典籍，其生命力正源于这种在历史
长河中不断被赋予新义的动态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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